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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智能时代的教育伦理风险及应然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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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伦理是确保教育活动符合道德规范、协调利益关系、趋向教育价值与善的基本准则，表

征为教师的育人价值、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教育的美德与善行。受到外部技术环境冲击，人工智能

技术所凸显的工具理性僭越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高度集中的数据累积及“人格设定”使学生成为智能

机器运作的“工具”和“零部件”，算法黑箱及算法歧视所触发的技术“异化”与“促逼”，危害教育的美德与善

行。综合考量教育伦理规约及智能技术的变革优势，应当适时调整教师职责，使其更加注重学生的人格品

性塑造和“学习社会性”的维护; 坚持以生为本的价值理念，维护学生隐私边界并建构多样化、全面性的评价

体系; 建构智能技术教育伦理的摄入机制，使智能算法在透明、公平的原则下确保教育的“善”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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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项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指向受教

育者知识水平的提升，也蕴含着人格品性的塑造和各

项综合素养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在此过程中，必然

涉及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伦理道德规约，从道义上为不

同的教育参与群体提供道德参照及理想的发展标准，

使其在美德和善行的伦理框架中实现教育善的目标。

教育伦理并非孤立发展的，受到社会环境、技术革新的

深刻影响而不断调整。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

社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学科

发展等方面逐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本身所凸

显的技术理性、数据“牢笼”、算法黑箱等典型特征，正

在对传统的教育伦理发起“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定位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育伦理应然路径。不同层面的政

策文件，已经对这一发展趋向作出引导。2017 年，国

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制定促

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2019 年，中

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布《北京共识———人工

智能与教育》，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设计应合乎伦

理、避免歧视、公平、透明和可审核”，并细分合乎伦理、

注重隐私和通过设计确保安全等具体的伦理保护原

则。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教育伦理的概念体系与价

值定位出发，分析当前教育伦理所面临的人工智能技

术冲击，并基于教育伦理的理论框架和人工智能的技

术属性，提出教育伦理调整的应然路径，削弱人工智能

所涌现的不确定性及伦理威胁。

一、教育伦理的内涵解析与维度区分

伦理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涉及系统化、辩护及推

崇正确或错误行为的概念，历经休谟的经验主义伦理

学派、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派、康德与黑格尔的

学院派伦理学等，涉及道德观念中好与坏、对与错、善
行与恶习之类的关系准则，社会系统中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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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标准等理论表述都囊括在伦理的范畴之中。莫

里茨·石里克( Moritz Schlick) 提出伦理的关涉对象包

括道德、风尚、有道德价值的东西、被视为人们的行为

准则和规范之物，以及善。［1］p5 区别于确定性的科学技

术或法律文本，也并非个人情感好恶及偏好的表达，伦

理更倾向于道德理念、价值观念的判断。

教育与伦理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深刻表现

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

约。涂尔干( Durkheim) 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唤起

儿童身上关于体能、智识和道德思想的发展，使其适应

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做好与社会共处的准备”。［2］p309 － 310

在对教育伦理的认识上，有研究将教育伦理的核心视

为教育价值观的深入剖析，着眼于对教育崇善的价值

追求; 也有研究者将相关教育群体的人格完善视为教

育伦理的目标，应注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健全人格

与道德规范的培养; 从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劳动出

发，教师的教学活动、道德意识等被相关研究者视为教

育伦理的主要构成。［3］已有的研究结论，将教育伦理视

为伦理研究的特定领域，它遵循“美”的道德规范和

“善”的教育行为的内在追求，促使教育者在思想认知

与实践活动中坚守教书育人的本质工作，实现受教育

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可见教育伦理的内涵体现

为区别化的结构维度，包括教师知识教授和道德垂范

的基本职责、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图景以及致力于

教育美德与善行的价值追求。在具体教育活动项目的

分类中，不论是倾向于实际的教育过程、教育手段、教
育内容、教育技术运用，还是偏向于教育观念、教育氛

围、教育成效评价等，只有确保整体过程都能符合伦理

道德规范，才可以使教育价值完整呈现。

( 一) 教育伦理体现为教师的育人价值

该层次主要关涉“怎样培养人”的价值判断，是教

师在遵循教育规律、伦理价值引导的前提下促进学生

的自我发展与建构。从教育伦理的实现路径来看，必

然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和道德感化来实现，教师始终

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以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结

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伦理规范教育学生、引导

学生，使教书育人的教育伦理价值目标转化为内在的

教育职业标准。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能否真正符合教

育伦理价值取向、树立学生为本的思想观念，成为教师

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王正平认为教育伦理侧重于强

调建立健全教师及教育工作者人格道德的完善，探讨

教育活动中的价值完善、伦理规范等，［4］学校伦理的关

键点是促进各个主体人格的培养及道德规范。由此必

须发挥职业道德、育人价值标准在教师日常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充分认识到工作岗位上所需承担

的人格塑造、知识增进、技能提升等职责，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奠定基础。刘云林从教育伦理规范的功能界定

出发，认为教育伦理不仅要弘扬教育行为之善，也要抑

制教育行为之恶，从而实现教育者德性的提升以及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5］这就要求教师在加强自身职业

伦理道德约束的同时，也要积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构建贯穿于课程教

学、教材讲解、活动安排、日常管理的全方位育人体系。
( 二) 教育伦理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伦理研究以人为核心，将人的发展置于本体论意

义上的地位，使伦理成为服务于人的完善发展及生活

幸福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探讨结论

相一致，教育伦理最终指向学生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涉及学生个体本质的全面发展、个人需要的全面发展、

各项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及学生自由个性的充分

发展，使每位学生都能“充分自由地发展他的全部才

能”。区别于教师教书育人的教育伦理规范，学生的全

面发展既包括了自主的意识觉醒，也受益于教师的知

识分享和道德感化，教育伦理规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育伦理的规约下，通过教育可

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促使受教育者在结合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成独立人格和自由

的思想。陈旭光提出教育伦理的研究范畴包括了教育

过程中一切的伦理道德现象，探索完善人格过程中的

道德规律，旨在促进人格的完善。［6］p3 － 5 可以理解为除

学生的基本知识建构、思维水平提升外，其情感态度、

认知发展、情绪调节等社会情感因素也涵盖在教育伦

理的范畴之内，这也成为学生智识、情感、人格等综合

素养全面发展的衡量标准。数据科学、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信息化技术手段的蓬勃发展，为变革传统的教育

教学系统创造了条件。针对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

商业化、工具化等教育伦理新问题，王本陆认为推动教

育信息化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其综合素

质的提升提供有利的教育环境及工具手段。［7］面临教

育信息化、智能化过程中的伦理属性、指导理念、资源

建设鸿沟等问题，人们必须思考其中的伦理价值偏差，

重新定位学生全面发展的环境特征与技术手段。
( 三) 教育伦理蕴含着教育的美德与善行

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价值创造过程，教育者和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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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共同承担了特定的道德行为，同时需要相互联通

的价值认同与理解，保持对“美”的道德规范和“善”的

行为路径的一致性追求，创造合目的性的教育美德以

及合规律性的教育善行的现实情境。教育是培养人的

活动，美德与善行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准绳。樊浩

认为，“性善，是教育人文精神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教

育伦理精神的基础”。［8］两者的作用在于维护教育参与

者的人格尊严与生命价值，发展以人为本、人性丰满、

尊重人的独特性、创造性的教育方式，超越功利主义、

利己主义、势利行为的狭隘界限，使教育行为尊重教育

的发展规律乃至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从该理论角度

出发，高兆明认为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定领域的伦理

道德，是教育在道义和人性方面处于理想状态的精神

条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9］p67 － 68 在经济转型

和技术变革的冲击之下，受教育者必定面临着新旧道

德伦理规范的碰撞与抉择，使其在纷繁错杂的社会背

景中陷入茫然无措的境地，而教育必须发挥抵御价值

危机、道德沦陷的延伸带来的破坏性，为师生提供终极

的灵魂关怀，以伦理道德指引、人文价值关怀克服“工

具理性”“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育伦理风险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智能理论便经历了诺伯

特·维纳 ( Norbert Wiener) 的控制论、克劳德·香农

( Claude Shannon ) 的 信 息 论、冯·诺 依 曼 ( John von
Neumann) 的自动机理论等学说的铺垫，发展到图灵

( A． M ． Turing) 的“机器思维”以及检验机器能否像人

一样思考的“图灵测试”，标志着智能概念体系的初步

确立。随后于 1956 年首次召开的人工智能研究研讨

会，由达特茅斯学院的约翰·麦 卡 锡 ( John Mc Car-
thy) 、哈佛大学的马文·明斯基( Marvin Minsky) 等人

发起倡议，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的名称。此时借助于

数据推理、专家知识系统的技术进步，促成了人工智能

研究的快速发展。但受限于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和算法

技术理论的不成熟，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逐渐消退。
80 年代后，在人工神经网络、语音识别技术的推动下，

人工智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遗憾的是由于商业转换

及应用价值不足，人工智能再次面临发展受限的境地。

直到 21 世纪，计算机性能、数据分析、深度学习技术等

得到跨越式发展，人工智能才以新的面目重现，综合了

演绎推理、知识表达、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的研究成果，在政策规划、商业应用、教育教学等方面

赢得广泛关注。

从人工智能的技术进阶角度出发，人工智能可以

概述为协同发挥高性能计算系统、算法和数据分析技

术，促使计算机具备了知识推理、规划学习、交流感知、

逻辑判断等能力，在特定任务的输入条件下完成学习

认知和决策执行的目标。根据智能等级的划分，分别

包括了以简单记忆存储、一般信息处理为主要功能的

弱人工智能，以及具备了自我意识、自主学习、判断推

理等高阶能力的强人工智能。当前强人工智能的个别

性能，包括语言分析、影像识别、棋类博弈等方面，已经

取得了相比人类智能的处理能力，阿尔法围棋( Alpha-
Go)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所取得的突破性

进展，必然对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认

知产生深刻影响，也必然给致力于促进学生完善发展

的教育伦理带来挑战，使教师的教书育人价值、学生的

全面发展导向、教育的美德与善行面临困境。
( 一) 人工智能所裹挟的工具理性僭越教育的育

人价值

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将理性分解为价值理

性和工具理性，［10］p57 － 89 价值理性谋求道德、思想理念、

信仰等感性因素对于工具理性的制约，避免技术主义

的过度膨胀，但也容易招致效率和规范的缺失; 而工具

理性倾向于达成组织目标的功能性，在追求效能最大

化的过程中也出现忽视伦理、道德及人文关怀的问题。

技术理性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

度统一，借助于伦理道德抑制工具主义的无序发展。

安德鲁·费恩伯格( Andrew Feenberg) 验证了计算机信

息技术的“两重原理”以及现代教育技术设计中的消

极倾向，有必要运用社会建构理论来防御教育技术实

践中“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危机。［11］因此学校教

育的重要贡献是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知识结构、思想观

念、道德认知等，并发挥教师教育教学对抗技术垄断的

积极作用。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来审视，恰恰是在认知科

学、深度学习、超级计算及数据分析手段跨越式发展的

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才进一步演变成熟的。机器学

习赋予其海量数据的挖掘处理及决策支持; 深度学习

则通过构建分层模型和自主学习系统，在语音识别、图
像理解、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占据优势; 神经网络技术

能够模拟生物神经的自主学习，在信息的过滤处理、线

性及非线性问题的解答方面均具备了较高的适应能

力。［12］由此观之，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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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体现为新兴技术高度融合的统一体。但与快速发展

的智能技术不匹配的是，教育伦理及教师的教育价值

滞后于技术的更新迭代，教师在传统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所需承担的知识体系建构、思维能力激发、品格特质

塑造等面临挑战。在教学智能机器人挑战基础知识累

积、引发人工智能能否取代教师角色的讨论中，教师是

否还应当固守传统的授课模式、在人机交互的教学过

程中发挥哪些育人作用? 这些问题必然对教师的教书

育人价值取向带来冲击。
( 二) 数据隐私侵犯与“人格设定”背离学生的全

面发展

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

其划分为“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即社会关系不再作

为支配异己的力量来支配他人; “人的需要的全面发

展”，尤其是人的社会性引领着物质需要的发展方向;

“人的各项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包括体力、智力、能
力素质、自由个性等，使“每个成员都能充分自由地发

挥他的全部才能”。［13］p760 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中，只有通过“教育使年轻人摆脱现代分工为每个人造

成的片面性”。但教育的功能发挥也必然受到技术变

革的影响，从“技术负载价值”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

为技术不仅在设计之初便体现了人的主观目的，在其

发展演化、迭代更新以及最终用途上也承载着主观价

值属性。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背景下，

现代技术亦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牵制力量，技术不仅

影响着学生的身体与技能发展，对学生的思维、意识、

价值观也发挥着塑造作用。正如信息技术进一步“吞

噬”青少年的自我改造意识，满足人的私欲、人性之弱

点，在娱乐化、定制化的技术发展趋向中，技术进一步

加强对学生的驯化和奴役，使学生 的 全 面 发 展 遭 遇

窘境。

蓬勃发展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智能决策系统在为改

进教育教学提供创新技术手段的同时，由于技术风险

控制的不确定性，也给受教育者带来数据泄露及“人格

设定”的危机。第一，MOOC、在线学习系统以及移动

终端广泛应用，使得收集碎片化的学生行为数据与学

习轨迹效率倍增，着力于分析学习过程数据并制定针

对性的教学策略获得充足的数据来源。但无处不在的

数据收集，对学生群体加以密集的行程追踪。通过对

个人数据的整合分析，勾勒出完整的“人格画像”，极

有可能挖掘出个体的隐私信息。第二，智能算法与教

学决策系统只有在海量数据收集处理之后才能发挥效

用，学生的日常外在行为表现都成为智能机器的监视

对象，在参与技术运行及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学生却成

为维持智能系统运转的“工具”和“零部件”，这种经过

周密设计的、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所谓个性化培养流

程，与学生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学生内在的好奇心、

求知欲、想象力、创造力、坚强意志等精神品质，都因技

术的有限性而无法被测量，局部的指标设定及数据收

取只能导致人才培养的片面性，难以使学生成为全面

发展的人。
( 三) 算法技术的“异化”和“促逼”威胁教育的美

德与善行

技术所到之处，无不塑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

新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灌

输式教育教学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取而代之的是机器

的辅助教学、繁杂的记忆性知识也完全可以在智能设

备的精细化指导下进行。从技术的本质特征来看，技

术不仅是工具和手段，本质上还是一种“解蔽( Das En-

tbergen) ”方式，即去除其遮蔽之物，认清事物的本来面

目。但作为现代技术的人工智能，除具有一般技术意

义的解蔽作用，还附带有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目的性的

“促逼( Herausforden) ”功能，可以理解为按照现代技术

所支配的目标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使持有技术

的人们失去了支配技术的能力。如海德格尔( Heideg-
ger) 所述，此时的“技术不单是目的或手段，它在人们

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承载着各种‘偏见’，从而使人们受

到技术的束缚和统治，与其说人们在使用技术，不如说

人们被技 术 所 利 用，成 为 技 术 的 附 庸、手 段、构 成 要

素”［14］p946 － 949。由于人们在现代技术的“促逼”之下逐

步丧失了自我安排的能力和权力，放纵现代技术具备

了操纵与支配人类世界的威权，正如人工智能在失去

伦理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下产生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无

序状态导致人们成为“单向度的人”。

智能技术对教育伦理的威胁主要体现在“算法黑

箱”与“算法歧视”两个方面。第一，算法是人工智能

技术的三大基石之一，能够通过计算机的一系列运行

规则得到特定的结果，但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算法规则

和程序指令得出决策成果，很难通过语言来描述其背

后的运作机理，对于大规模算法背后的神经网络运行

机制，则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不透明性，无法揭示人工智

能为什么以及如何作出这种决策，而只是以难以破解

且难以理解的方式传播信息，该疑问被称之为“算法黑

箱”。值得反思的是，学生在具有明确指向的算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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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规定自身的学习及生活行为，导致学生的自主性、自
主权利的丧失，逐渐沦为智能机器的附庸; 第二，数据

及算法的输入、运行并非主观无涉的，程序开发人员则

拥有了相当范围的自由裁量权，技术门槛的提高也意

味着监管难度的增加，机器算法在牟利、主观目的介入

的境况下造成“算法歧视”，对教育伦理的公平性、自

由性带来冲击。在此情境下，人工智能成为控制学生、

干涉他人意愿及行为的工具，与教育伦理所秉持的美

德和善行相背离。

三、智能时代教育伦理的应然向度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和“器 物 打 交

道”，他对于现代技术的观点包含了“阴暗”与“希望”

的两个方面，尽管技术对自然和文明具有破坏性，然而

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间接地解决。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技

术滥用导致的人性扭曲和意义的丧失，而非特定技术

造成的破坏。因此，他把当前由技术引起的各种问题，

与技术趋利避害、能够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区分开来。

同样，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也应该秉持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规避智能技术对教育伦理产生的

某些消极影响。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教育伦理

危机，要求我们必须适时地调整传统的教育价值理念，

综合采用伦理规范引导、政策法律归束、技术设计原则

输入等措施，推动教育伦理与人工智能的协调发展。

( 一) 适时调整教师的工作职责，专注于学生的人

格塑造与“社会性”培育

相比传统教育教学任务的繁重性，人工智能应用

在辅助教学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出其高效、便
捷的特征。如专家系统的利用是基于教学领域专家、

算法工程师共同编辑和输入特定的教育教学知识，借

助便捷的知识处理工具、神经网络技术建构教学数据

库，并采用人机交互输出方式来解决问题过量的问题。

当前得到较多推广应用的智能测评系统，就是在专家

系统、自然语言处理、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的支撑下具

备了语义解析及评价反馈功能，［15］使作业批改、课后

习题个性化推介的效率倍增。佐治亚理工学院引进智

能虚拟助教系统，负责线上问题回复、作业批改、课堂

评估等任务，其辅助教学的真实性和准确率甚至没有

被学生发现它是一台智能机器。由此可见，传统的结

构性教学任务可以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更有效地完

成，单向讲授式、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方式因其机械性、

繁复性也面临着智能机器的代替风险。因此教师可以

适时地作出职责调整和让位，机械的知识讲授、单调的

教学行政任务可以由智能教育机器来承担，使教师将

工作重心置于育人的本位职责。

智能机器没有人类所拥有的情感、伦理道德等精

神元素，终究是冰冷的、无生命的、无伦理归束的、缺乏

同情心和人文价值关怀。在此条件下，教师应该集中

精力于学生的精神关怀及伦理呵护，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提供良好的“学习社交”环境。其一，受到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及互联网媒体应用逐步泛滥的冲击，学生更

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出现低落、沮丧、孤独等情

绪，此时教师需要积极扮演学生精神守护和健康人格

塑造的角色，抚慰学生年幼的心灵，通过言传身教、树

立精神榜样等方式，实现学生价值伦理、人格品行的积

极转向，使其“情感、态度、价值观”在正面引导下逐步

养成; 其二，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培育学生的

“社会性”，使学生能够在师生、同伴交往活动中建构

自身的社会网络，生成社会交往中所必备的合作意识、

团队精神以及人际关系处理技能。［16］p1 － 15 而依附于算

法和数据的人工智能，则难以为学生创设相应的学习

社会化环境，人机交互、线上交流成为智慧化学习的组

织生态，弱化了学生赖以成长的外在条件。面临该境

况，教师有必要承担起弥补学生社会化学习的责任，使

师生交往成为促进学生成长和自我教育的中介; 借助

小组合作、活动实践等学习共同体建立形式，确保社会

化学习的正常开展，使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教学方式协

调运转。
( 二) 回归人本主义的价值定位，明确学生隐私保

护边界及多元化评价体系

教育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受教育者

在结合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可以形成独立的

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教育伦理同样关注学生个体的健

康成长，使学生在生生、师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提升自

身的综合素养。智能化的学习分析所诱发的学生隐私

泄露及“被监视”“被工具化”问题，实际上是忽视了以

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没有真正回归人本主义的

价值定位并尊重学生的主体中心地位。即使在人工智

能技术广泛运用至教育教学的发展阶段，依然要将学

生为本的主导观念作为技术应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根据罗杰斯

( Ｒogers) 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应该设立培养学生“能

够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教育目标，把学生的创造性、

求知欲和好奇心作为人本主义培养方式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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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传统教育方式中师生地位失衡、满足于知识灌输

等局限 性，能 够“激 发 人 终 身 发 展 的 无 限 可 能”，将

“人、人的尊严与自由置于核心地位”［17］p74。在尊重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认可学生主体中心地位、真正将人的

发展视为智能教育实施的首要条件时，学生主体能力、

综合素质才能竞相迸发。

除明确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之外，也必须从学生

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角度，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无序发

展的伦理危机。第一，由于智能时代的数据收集遍布

学生周围，学生的网络浏览痕迹、下载音频、所处地理

位置等数据信息都成为智能设备收集的对象。因此必

须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建立健全智能技术应用

于教育场景的法律法规，明确学生隐私保护的边界。

注重加强技术开发人员的隐私保护意识，对其岗位职

责及应当履行的义务、责任做出明确区分。当出现学

生隐私泄露的情况时，应对相关的互联网企业、产品设

计开发者展开追踪问责。第二，针对智能算法“选择

性”的数据收集系统，导致片面反映学生行为表现、忽
视学生综合素养的评价问题，应当突破结构化的评价

体系，采用多元主体参与的主观评价、指标覆盖全面的

学生评价方式，将基础知识体系架构、系统的问题解决

能力、创造性的高阶思维模式、积极正向的人格特质统

一纳入智能技术支持的学生评价维度，满足学生全面

发展的综合评定需要。

( 三) 实现智能技术的教育伦理摄入，坚持算法使

用的透明及公正平等原则

随着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

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特别是算法分析的逐步优化

及性能提升，对未做好充分伦理应对的教育领域产生

隐忧，出现人工智能的技术异化、“促逼”学生成为单

向度的人。在此境况下，必须实现人工智能及算法的

伦理价值摄入，在其设计阶段就将教育伦理中的原则

嵌入算法程序。如马尔库塞( Marcuse) 所倡导的，“技

术终究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设计范畴: 社会中占据统治

地位的利益，总归需要技术来设计它企图借助于人和

物而做的事”。［18］p210 科技进步向来提前于伦理道德的

更新进度，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

之前，需树立前瞻性的、预防性的伦理设计意识，明确

技术设计主体的权责划分，始终以维护师生的权益为

价值导向，保证算法程序制定的公平正义，避免出现机

器算法侵犯个人权益、破坏教育伦理中的美德与善行

等负面效应。

具体到人工智能技术偏见的表现形式，则是由于

数据输入和算法编辑的不透明、不公正所造成的“算法

黑箱”及“算法歧视”，因此着眼于算法技术的教育伦

理介入才是解决智能技术无序发展的关键。一方面，

保证算法输入及运行的透明度。算法透明被众多国际

人工智能政策条例列为重要原则之一，对于教育领域

而言，则要求教育技术供应商明确说明算法使用的目

的、伦理标准、具体参数、采集信息的范围、运行规则

等，在专业技术解析、词汇表达方面不设门槛，使所有

教育消费者都能清晰地了解个人信息采集的用途。当

出现个人权益受损、算法运行不当的状况时，能够及时

追溯到特定的负责人员，实现监督算法制定的目的; 另

一方面，设置公正平等的算法编辑原则。算法歧视的

实质是用已有的数据和模型来预测师生未来的行为表

现，忽视了之前设定的算法模式可能存在的偏差，对那

些教育弱势群体、技术应用存在障碍的师生则直接忽

略，破坏了教育伦理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采用系

统性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源头、使用过程、问题追究等

层面维护教育伦理的公正性。在事前预防阶段，要求

互联网企业在算法设计的初级阶段，就应当将教育伦

理的公正平等原则、行政主管部门的法规条例纳入算

法系统，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而非孤立的市场赢

利导向; 事中管控则需构建动态化的算法风险评估机

制，涉及算法的公平性、安全性、无歧视原则等指标，围

绕互联网企业的日常表现做好监督备案; 事后监督主

要针对算法运行后所造成的教育伦理僭越、师生利益

侵犯等问题展开追责与惩戒，审核相关负责人员是否

存在利益操纵等行为，促进智能算法的良性运行，强化

教育伦理的正当性维护。

参考文献:

［1］［德］莫里茨·石里克． 伦理学问题［M］． 孙美堂，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2］［法］埃米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M］． 陈光金，沈杰，

朱谐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李名梁，刘婧竹． 回顾与前瞻: 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

题研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5( 06) ．

［4］王正平． 教育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探究与建构［J］． 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 6) ．

［5］刘云林． 教育伦理规范生成的辩证视野［J］． 教育研

究与实验，2012 ( 1) ．

( 下转 96 页)

93



［J］．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2015，33( 8) ．

［5］Hall-Kenyon K M，Bullough Ｒ V，Mackay K L，et al．

Preschool teacher well-be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2014，42( 3) ．

［6］Price D，McCallum F． Ecological influences on teach-

ers’well-being and“fitness”［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

er Education，2015，43( 3) ．

［7］Mankin A，von der Embse N，Ｒenshaw T L，et al． Asses-

sing teacher wellnes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easure-

ment invariance of the teac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J］．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2018，36( 3) ．

［8］裴淼，李肖艳． 国外教师幸福感研究进展［J］． 教师教

育研究，2015( 6) ．

［9］罗小兰，王静． 近十年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J］． 教育学术月刊，2016( 12) ．

［10］张中伟． 教师幸福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教育探

索，2011( 9) ．

［11］胡忠英． 教师幸福感结构的实证研究［J］． 全球教育

展望，2015，44( 4) ．

［12］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13］郑日昌，张杉杉． 择业效能感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

析［J］． 心理科学，2002，25( 1) ．

［14］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

订版)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15］DienerE，Emmons Ｒ A，Larsen Ｒ J，et al． The satisfac-

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

49( 1) ．

作者单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邮 编: 100088
( 责任编辑 刘华山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 上接 39 页)

［6］陈 旭 光． 教 育 伦 理 学［M］． 天 津: 天 津 教 育 出 版

社，1990．

［7］王本陆，汪明． 教育伦理学的新问题与新思考［J］． 教

育学报，2015( 1) ．

［8］樊浩． 教育的伦理本性与伦理精神前提［J］． 教育研

究，2001( 1) ．

［9］高兆明． 伦理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05．

［10］［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 ［M］． 林荣

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11］Andrew F．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 overview

［J］． Tailoring Biotechnologies，2005( 1) ．

［12］侯浩翔． 智能时代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然困境与

应然转向［J］． 中国电化教育，2019( 6)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4］［德］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下) ［M］． 孙

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6．

［15］杨绪辉，沈书生． 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新

释————基于技术现象学“人性结构”的视角［J］． 电化教育

研究，2019 ( 5) ．

［16］吴康宁． 课堂教学社会学［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9．

［17］方展画． 罗杰斯“学生为中心”教学理论述评［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8］［德］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

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3．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

邮 编: 200062 210000 214122
( 责任编辑 谭颖芳)

69


